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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铁器与铁器工业的考古学论述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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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铁器和铁器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铁器和

铁器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本文基于考古发现的铁器实物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的系统梳理，初步揭示了隋唐时期铁

器的种类及社会应用、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时代特色。

KEY WORDS: Sui-Tang Period, Iron objects, Steel and iron technology, Iron industry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 ancient iron industry, the Sui-Tang period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this industry building on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from the Qin to the North-Souther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levant textual records in order to depict the assemblage of iron 
objects and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eel and iron 
technology.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冶铁术并制作和使

用人工铁器的国家之一。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

中国古代冶铁术和人工铁器自公元前 800 年前

后的西周末年出现之后，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

初步发展，秦汉时期古代铁器工业高度繁荣，

东汉时期铁器化进程基本实现［1］。魏晋南北朝

时期，钢铁技术进一步成熟［2］，铁器工业持续

发展，铁器的使用更加普及。隋唐时期（公元

581 ～ 618 年和公元 618 ～ 907 年）的 320 余年间，

以此前 1400 多年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成就为

基础，铁器和铁器工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形成了新的面貌和时代特色。

然而，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缺乏、考古发现

和研究的不足，关于隋唐时期的铁器和铁器工

业长期以来缺乏比较系统的认识，成为整个中

国古代铁器和铁器工业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

有鉴于此，这里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

载，就隋唐时期的铁器和铁器工业进行初步

的系统梳理，初步揭示隋唐时期铁器和铁器

工业的发展概貌。

一、隋唐时期的铁器类型及其应用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铁器和铁器工业发

展的一个新时期，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

的各个领域。因此，当时的铁器种类多样，数

量众多。尽管隋唐墓葬中铁器的随葬不像秦汉

墓葬那样普遍，而隋唐时期城址和聚落考古发

掘的有限致使铁器的出土相对较少，但已有的

发现还是可以大致反映出隋唐时期的铁器类型

及社会应用的情景。就考古发现的铁器来说，

根据其用途大致可以分为 10 类，即：土作农耕

具、手工工具、度量衡器、兵器武备、车马机具、

日用器具、宗教艺术品、丧葬用品、工程铸件、

杂用器具等，简述如下。

（一）土作农耕具

指主要用于土木作业、农田耕作以及农作

物收获加工的铁器具，种类多样。考古发现的

主要有用于土作的镢、锸、锄、铲、锹、犁铧，

用于农作物收割的镰刀等。

土作和农耕通用的工具较多。有长方形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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銎镢、凹口锸、板状锹 ［3］、竖銎铲［4］、曲柄

锄等（图一，1 ～ 3、6、7、11）。农耕专用的

工具，常见有犁铧和镰刀，曾发现于偃师杏园

唐墓、三门峡庙底沟唐墓［5］、北京密云大唐庄

唐墓［6］和隋唐洛阳城宫城等地（图一，4、5、

8）。此外，隋唐洛阳城还出土有手铲、抓钩等

（图一，9、10）。这些器具虽然不常见，但都

是土作农耕活动的用具。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铁质土作和农耕器具

获得进一步发展，铁器在土作农耕活动中应用

可以说达到了全面普及。

（二）手工工具

指主要用于手工业活动中的各种加工工

具，种类繁多，但考古发现的实物较少，目前

所见主要有斧、锛、凿、锯、砍刀等木工工具

和砧、锤、钳子等铁工工具。

铁斧发现较多，且形制多样，有斜刃斧 ［7］、

双 刃 斧、 平 顶 斧［8］ 等（ 图 二，6、7、13、

15）。凿也有较多发现，其形制相近，一般是圆銎、

刃，另一端穿有两枚圆帽四棱铁钉，钉身及板

上均残存朽木痕迹（图二，14）［10］，其具体

用途尚不明了，但应属于两边夹装木柄的一种

手工工具无疑。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出土 2

件搅拌器，长轴，中间为一平底浅盘，圆盘与

长轴之间用铁条连接（图二，4），是一种少见

的手工器具。

隋唐时期的考古发掘中，铁手工工具虽然

出土不多，但从已经发现的情况看，铁器在各

种手工业活动中的应用相当广泛。

（三）度量衡器

度量衡器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常用

器具之一。隋唐时期，尺度主要是铜质、骨质

和木质，量器主要是木质，作为衡器的权主要

是铜质，但度量衡器中也有少量铁质的。

铁质量器尚无发现，但铁尺和铁权有少量

发现。譬如，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湖南长沙

丝茅冲唐墓都出土有铁尺［11］，河北易县燕下

都曾出土隋代铁权，隋唐洛阳城宫城也出土有

图一  土作农耕具  

1. 锹（扬州铁佛寺唐井 YZJ1:16）  2. 铲（麟游唐九成宫 JCG:100）  

3. 铲（隋唐洛阳城白居易宅院遗址 LT1 ⑦ :42）  

4、5. 镰刀（杏园唐墓 M1435:24；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 GT12 ③ :4）  

6. 带柄锄（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 GT3 ③ :5）  

7. 镢（隋唐洛阳城宫城西夹城 GT408 ④ :4）  

8. 犁铧（杏园唐墓 M2544:25）  

9. 手铲（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 GT108 ③ :3）  

10. 抓钩（隋唐洛阳城皇城西区 HT127D ② :13）  

11. 木柄铁铲（北京亦庄 M28:3）

方体、直刃，但大小长短有别（图二，

1 ～ 3）。隋唐洛阳城白居易宅院遗址

等地，还多次出土铁楔子，应当也是一

种常用的木作工具。

砍刀多有发现，并且形制多样（图

二，8 ～ 12、16、17） ［9］。这些砍刀之中，

大多应当是用于木作加工的工具，但有

的可能是用于柴薪的砍伐，有的则可能

是用于肉类或食品加工的“厨刀”之类，

仅仅根据其形制大小，难以判断其具体

用途。当然，一件砍刀、多种用途的现

象也是存在的。

铁锤也形制多样，如隋唐洛阳城遗

址曾出土有方体锤（图二，5）、球形锤、

鼓形锤等多种形制的锤。铁砧，曾发现

于隋唐洛阳城宫城大内遗址。

上述常见手工工具之外，陕西蒲城

唐李宪墓出土矩尺形铁器 2 件，系用铁

板锻打而成，长方形条状，一端渐窄变

厚，端头呈片状向下弯做弧形，并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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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权。

隋唐时期的铁度量衡器考古

发现不多，可能与考古发掘的局

限性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铁质度量衡器仅仅是其中的一少

部分而不是主流形态。这可能与

铁的易锈等金属特性有关。

（四）兵器武备

隋唐时期，是钢铁兵器普遍

应用的时期。据文献记载，隋唐

时期最为常用的钢铁兵器主要有

矛、刀、剑等格斗兵器，镞、弩

机等远射兵器，铠甲、胄等防护

装备等。就考古发现来说，常见

有 矛、 刀、 剑、 戟、 镞、 弩 机、

矛镦以及甲胄等。

作为主战兵器，矛的形制多

样［12］（图三，1 ～ 3）。

刀有长刀和短刀两种，西安

郊 区 唐 墓 出 土 有 环 首 长 刀（ 图

三，15）， 隋唐洛阳城宫城出土

有短刀。剑，发现较少，隋唐洛

阳城衙署区（图三，6）和宫城西

夹城均有发现。戟，曾发现于隋

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当时主要是

用于仪仗。矛镦常有发现，大多

是细长圆锥形。

作为远射兵器，弩机发现较

少，隋唐洛阳城九洲池曾出土 1 件

（图三，14）。镞，多有发现，形

制也多样，有四棱形、菱形、柳叶

形、扁平舌形、扁平长三角形、扁

西安曲江池遗址［14］、新疆吐鲁番等地也出土有

唐代铁铠甲，但均已散乱。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继承了北朝时期的传

统，特别重视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即在战

马的全身披装铠甲，其中有半数是铁铠甲［15］。

但是，这种甲骑具装因其笨重不实用，唐代趋

于消失了。

图二  手工工具  

1 ～ 3. 凿（隋唐洛阳城宫城陶光园 GT358 ③ :2；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

       GT108 ③ H1:51；麟游唐九成宫遗址 JCG:104）  

4. 搅拌器（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 GT32 ③ :2）  

5. 锤（隋唐洛阳城九洲池 GT289 ② :53）  

6、7、13、15. 斧（朝阳双塔唐墓 M3:9；麟游唐九成宫遗址 JCG:101；隋

       唐洛阳城皇城西区 HT48 ② :2；隋唐洛阳城皇城东区 HT82 ③ :5） 

8 ～ 12、16、17. 砍刀（庙底沟唐墓 M220:5；庙底沟唐墓 M173:14；庙底

       沟唐墓 M167:3；庙底沟唐墓 M151:3；庙底沟唐墓 M146:3；隋唐

       洛阳城皇城东区 HT37 ③ :1；隋唐洛阳城九洲池 GT289 ② :55）  

14. 矩尺形器（唐李宪墓 K6:2-1）

平三角形带双翼等多种，大小多有差异（图三，

4、5、7～13）。从考古发现看，隋唐时期铜镞

依然存在，如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出土 1 件，

但实战用镞主要是铁质。

此外，作为兵器武备，隋唐洛阳城还出土有

铁蒺藜、铁剑首、铁胄等。西安唐大明宫含元殿

遗址出土的铁甲，可能是宫廷卫士的甲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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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发现的隋唐时期铁兵

器武备的种类和数量，并不是当时兵器武备使

用情况的全面反映。因为，由于当时丧葬习俗

的变化，墓内不再大量随葬实战兵器，而城址

和聚落中兵器又少有遗留，因此，钢铁兵器在

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实际上，隋唐时期是钢

铁兵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实战中的兵器

几乎都是钢铁制品。

（五）车马机具

是指车马器和古典机具，最为常见的是马

衔、马镳、马镫和车上的各种铁构件，但大都

锈蚀严重，保存较好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承

和马镫。

承，作为车轮的重要部件，自战国时代就

开始用铁铸造。隋唐时期的承主要两种：一种

是六角承（图四，1），多有发现，是从战国时

图三  兵器

1～3. 矛（隋唐洛阳城白居易宅院遗址 LT2 ⑦ :9；隋唐洛阳城宫城圆璧城  

       GT775 ② :1；隋唐洛阳城皇城东区 HT108 ③ :2）  

4、5. 镞（隋唐洛阳城宫城 GT110 ② :28；杏园唐墓 M5013:42）  

6. 剑（隋唐洛阳城衙署区 H1:3）  

7～13. 镞（麟游唐九成宫遗址 JCG:103-1；麟游唐九成宫遗址 JCG:103-3； 

      麟游唐九成宫遗址 JCG:103-2；隋唐洛阳城九洲池 GT31 ③ :75；隋唐

      洛阳城宫城大内 GT123 ③ :7；隋唐洛阳城皇城东区 HT33 ③ :8；隋唐

      洛阳城宫城西夹城 GT167 ⑤ :25）  

14. 弩机（隋唐洛阳城九洲池 GT368 ③ :2）  

15. 长刀（西安郊区唐墓 M532:17）

图四  车马机具

1. 六角承（隋唐洛阳城衙署区砖瓦窑 Y3:32）  2. 多齿承（隋

唐洛阳城衙署区砖瓦窑 Y3:30）  3 ～ 5. 马镫（隋唐洛阳城衙

署区砖瓦窑 Y3:34；隋唐洛阳城宫城圆璧城 GT817 ③ :7；圆璧城

GT817 ③ :8）

期就有的形制；另一种是多齿承

（图四，2），是隋唐时期开始流

行的形制。这两种承在隋唐洛阳

城遗址均有发现。

马镫，是魏晋以后出现的一

种马具。考古发现的隋唐时期的

马镫在形制上大同小异，隋唐洛

阳城遗址多有出土（图四，3 ～ 5）。

齿轮，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古

典机具。隋唐洛阳城宫城西隔城

出土 1 件，应为棘轮。

考古发现的隋唐时期的钢铁

质车马机具虽然有限，但在实际

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是广泛

存在的。

（六）日用器具

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器

具，种类繁多，包括炊煮餐饮用

的 釜、 锅、 鍑、 铛 等 炊 具， 裁 剪

缝纫用的剪刀、针、锥子，以及

日常所用的削刀、小刀等。

考古发现的铁炊煮用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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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见的是釜、鍑、鐎斗，以及双耳罐、铛等。

釜主要有两种（图五，5、6）：一种是敞口圜

底釜［16］，另一种是圜底带鋬釜。鍑，均为三足鍑，

但形态各异。第一种是侈口、双耳、平底（图五，

1）；第二种是敞口、双耳、圜底（图五，2）；

第三种是敞口、无耳、圜底（图五，4）；第四

种是敛口、无耳、平底（图五，3）。

铛，是一种带柄的浅腹平底锅，作为隋唐

时期新出现的一种炊具，是从汉代的刁斗演化

而来的（图五，8）。

鐎斗是从汉代承袭下来的一种炊具，但形

制有所变化，各地多有发现，常见有两种。一

种是带流鐎斗，口沿一侧有一短流［17］（图六，1）；

另一种是无流鐎斗［18］（图六，2）。铁鐎斗在

西安隋李静训墓［19］等地也有发现。

餐饮用具发现有长柄勺（图五，7）、匕（图

七，4）等，在偃师杏园唐墓均有发现。

上述炊煮餐饮用具之外，隋唐洛阳城遗址

出土的双耳罐［20］、三门峡庙底沟唐墓出土的

带流钵（图五，9），应当都属于炊煮餐饮用具。

考古发现中最为常见的铁日用器具是剪

刀，尽管长短大小有别 ，但大都属于“8”字

形的交股剪（图七，1 ～ 3），在深州市安驾庄 ［21］、

石家庄白彪村［22］、朝阳凌河［23］、三门峡庙底沟、

北京大兴北程庄［24］等地的唐墓均有发现，是

唐墓中最为常见的铁器之一。另外还有一种“U”

字形的双股剪刀，曾发现于长沙丝茅冲唐墓［25］

等地，但较为少见。隋唐时期，虽然也有铜剪刀，

如杏园唐墓 M1041 曾有发现，但最常用的是铁

剪刀。

镜子作为一种日用器具，隋唐时期流行铜

镜，但也有少量铁镜，并且唐朝太原府太原郡

的土贡物产中有铁镜［26］，说明铁镜在当时有

一定的社会应用。西安郊区隋唐墓、隋唐洛阳

城衙署区、偃师杏园唐墓等地发现有铁镜，其

形制大小等与同时期的铜镜相似［27］（图七，5）。

锁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铁器之一，不仅在

城址中常有出土，而且在墓葬中也多有发现，

其结构大同小异。富平唐节愍太子墓出土的铁

锁，由锁芯、锁套、钥匙、挺杆四部分组成［28］。

上述之外，隋唐时期的日用器具还发现有削

刀、环首锥等小工具（图七，6）。另外，还发

现有灯盏、帐构、浅盘状器等生活用品，长方形

带饰［29］、半圆形带銙和圆头长方形铊尾［30］等

革带用具，簪子等发饰用品，可谓种类繁多。很

显然，铁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同样十分广泛。

（七）宗教艺术品

图五  日用器具（一）

1～ 4. 三足鍑（柳孜集大运河遗址 T6 ⑨ :460；杏园唐墓

      M1025:41；隋唐洛阳城衙署区 DT168Q ③ :10；杏园

      唐墓 M5013:28）  

5、6. 釜（濉溪县柳孜集大运河遗址 T5 ⑧ :135；隋唐洛阳

      城宫城东夹城 GT150 ③ :1）  

7. 长柄勺（杏园唐墓 M5013:7）  

8. 铛（隋唐洛阳城宫城东夹城 GT150 ③ :3）  

9. 带流钵（三门峡庙底沟唐墓 M151:10）

图六  日用器具（二）

1. 带流鐎斗（昌平沙河唐墓 M112:5）

2. 无流鐎斗（北京亦庄唐墓 M25:14）

隋唐时期铁器与铁器工业的考古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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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宗教活动尤其是佛教活动中的器

具和用品，其中不少这样的铁质用品是从隋唐

时期开始出现的，说明铁器开始应用于宗教活

动之中。试举诸例。

湖北当阳县玉泉寺内有一件大铁镬，被称

为玉泉寺“镇山八宝”之一。该铁镬圆形深腹，

底部有 4 个裸体大力士形状的足，通高 87.5、

口径 157、腹深 60 厘米，腹部两道弦纹之间铸

有阳文铭文 44 个字：“隋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

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建造镬一口，

用铁今秤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场供养”，可知

该铁镬是隋大业十一年（615 年）铸造的［31］。

这也是迄今所见形体最大、年代最早的寺院用

铁镬。

山西临汾大云寺（俗称“铁佛寺”）中的

唐代铁佛头，高约 6、直径 5 米，重达 10 吨。

大云寺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 年），佛头眉

目端庄，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32］。这是迄今

所见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铸铁佛像实物。

山西太原开化寺唐代铁佛像，2 尊，均为

生铁铸成，中空，形体高大，铸造精细。一尊

为坐佛，另一尊为迦叶弟子像。这两尊佛像的

铸造年代，大致在初唐的高宗末年至武周时期

（680 ～ 704 年）［33］。这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

年代最早的铁佛像。

1998 年， 西 安 市 水 文 局 基 建 工 地 的 废 井

中出土一尊唐代铁弥勒佛坐像，系生铁铸成，

唯一只手和脚下莲花、头光为铜质。佛像高

187、最宽处 98，底座高 16 厘米。该佛像出土

地点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推测是会昌灭佛时

被砸毁后埋入地下的［34］。

湖南常德乾明寺的唐代铁幢，生铁铸成，

圆柱形，上小下大，分为七层。其第五层铸有“朝

散大夫尚书都官知朗州军事赐紫鱼李□□”、“宣

德郎太常博士通判军州事霍□□”等捐献造幢

人。其铸造年代约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 ～ 874

年）［35］。

云南弥渡县蔡庄的铁柱庙中殿的神龛上，

立有一根圆形铁柱，称之为“南诏铁柱”或“天

尊柱”。柱高 330、圆周 105 厘米，铸有阳文铭

文 22 个字：“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

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是南诏景庄王

蒙世隆的年号，时当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 年），

可知是晚唐时期南诏铸造的［36］。

据文献记载，用铁铸造大型佛像始于隋

代，并且最早兴起于今太原一带。隋开皇年间

（581 ～ 600 年），河东道晋阳僧澄空发愿在汾

西（今山西汾西县）铸造高达七十尺（合今 20

余米）的巨型铁佛像，积七十年之功而铸成，“铁

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37］。太原交城石壁

寺原有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的铁铸弥勒

佛像［38］。

中国古代用金属铸造佛像，至迟在 4 世纪

初的北魏初年已经出现［39］，但最初是用铜铸造，

而铁质佛造像到 5 世纪末的隋代前期才出现。

佛教造像等铁质宗教用品的出现，说明铁的应

用扩展到宗教活动之中，成为隋唐时期铁器文

化的特色之一。

（八）丧葬用品

指专门用于丧葬活动并葬入墓葬中的铁质

器物，考古发现有生肖俑、动物俑、买地券等。

十二生肖俑，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十二

生肖。杏园 2603 号唐墓出土一组 12 件，均兽

面人身。头部分别铸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图七  日用器具（三）

1～ 3. 剪刀（深州市安驾庄唐墓 M5:1；石家庄白彪村唐墓

M1:19、朝阳凌河唐墓 M1:12）  4. 匕（杏园唐墓 M1819:36）  

5. 镜（巩义芝田唐墓 M71:34）  6. 小刀（朝阳凌河唐墓 M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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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酉鸡、戌狗、亥猪的形象；躯体

铸成文官俑的形象，身着宽袖长

袍，拱手而立，足着如意头靴，

脚下无托板。高 26 厘米［40］（图八）。

其形态和风格，与同墓地出土的

陶质十二生肖俑相同。十二生肖

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属，是为了

配合天干和地支纪年。在中国，

十二生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 2600

年前的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基本

成型，秦汉时期流行开来。十二

生肖俑出现于北朝时期，一般是

陶质的写实性动物造型；隋唐时

期达到了高峰，兽面人身生肖俑

出现并流行，仍以陶质最为常见；

辽宋之后走向衰弱。

 动物俑，是一种专门用于随

葬的动物形制品，发现有牛和猪。

偃师杏园唐墓出土牛俑 7 件，形

态 相 近（ 图 九，1）。 杏 园 唐 墓

出土猪俑 4 件，轮廓清晰，但缺

乏 细 部 的 刻 画（ 图 九，2）。 洛

开始出现了，但大都是实用器具。西汉时期，

出现了模仿实用器具的模型明器，如刀、剑、

车马器等。隋唐时期，铁十二生肖俑、动物俑

和买地券等的出现，应当是此前铁质模型明器

等发展演变的结果，表明专门用于丧葬活动的

铁质物品的应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九）工程铸件

指大型土木工程的铁铸件，最有代表性的

是山西永济县蒲津渡的铁牛、铁人和铁柱等。

蒲津渡遗址，位于山西永济县古蒲州城西

门外黄河东岸，是一处著名的黄河渡口。早在

战国末年，就在此造桥。据唐代杜佑《通典》

记载：“后魏大统四年（538 年）造浮桥，九年（543

年）筑城为防”［43］。唐开元十二年（724 年），

为加强关中与中原的交通和联系，将此前浮桥

的笮索改为铁链，改木桩为铁牛。据清马端临《文

图八  十二生肖俑（杏园唐墓 M2603:30）

阳红山唐墓出土牛俑 2 件［41］。以动物俑随葬

的习俗，始于战国时期，汉代开始流行开来，

但长期以陶质为主；铁质动物俑出现于唐代晚

期，但仍然是以陶质为主，铁质只是少数。

买地券，是以地券形式葬入墓中的一种丧

葬物品。凤翔隋唐墓出土若干铁残片中，“从

残留形状观察，基本呈长方形，大小约为长

26、宽 20 厘米，发现有的残片上有朱书文字，

得知这些铁片系买地券类的铁券残片”［42］。

偃师杏园唐墓也有出土，虽然没有文字，也可

能是买地券。买地券作为一种丧葬用的迷信物

品，在中国始于东汉，此后历代皆有之，但其

材质、形制和内容大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

凤翔唐墓等地出土的铁买地券，是迄今所见年

代最早的铁制品。

墓葬中随葬铁质物品，从铁器产生之初就

隋唐时期铁器与铁器工业的考古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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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动物俑

1. 牛俑（杏园唐墓 M5013:53）  2. 猪俑（杏园唐墓 M2954:1）

图一〇 蒲津渡 1号铁牛

1. 铁牛后视图  2. 铁牛俯视图  3. 铁牛正视图  4. 铁牛右视图

身着半臂襴袍，腰间系带，完全是一

副唐代文官的模样。4 尊铁牛之间，

又有南北排列的中空的铁山 2 座，另

有 4 个 底 部 直 径 40～50、 高 50～110

厘米、中部有圆形穿的圆柱形铁镦。

遗址东北部（即铁牛的右后方），还

清理出 7 根高约 500～600（地上部分

高约 300 厘米）、直径 40 厘米的大铁

柱，作北斗七星状排列［45］。这一大

型铁铸件群，总重约 300 吨以上（图

一一）。

考古发现表明，用铁铸造大型铸

件，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了［46］。永济

蒲津渡的唐代铁牛、铁人等铁铸件群，

表明大型工程铸件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十）杂用器具

指上述各类铁制品之外的器具、部件、构

件以及用途不明的器具等。

杂用器具中，最为常见的是用于木器和建

筑上的铁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大致可以

分为穿钉、帽钉、环首钉和泡钉等四类，在麟

游唐九成宫遗址［47］、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遗

址［48］均有发现。

 各种铁钉之外，考古发现的杂用器具还有

两齿叉、环首钎，长方形支架、帐钩、挂钩、索链，

套筒、扣鼻、U 字形器、合页、环、柿蒂形饰件、

器物箍、管道箍，刑具［49］等，可谓种类繁杂、

无所不有，充分显示出隋唐时期铁制品在日常

生活中的使用是何等广泛和普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铁器，

无论其种类还是社会应用都在秦汉魏晋南北朝

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鲜

明的时代特点。

隋唐时期铁器的应用，一方面是继承了秦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在土木作业、农田

耕作、手工业生产、军事活动、交通、建筑工

程、日常生活等领域，铁器的应用进一步普及，

尤其是蒲津渡铁牛等大型铸件群的出现，更是

成为隋唐铁器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另一

献通考》记载：河东有蒲津关，“唐开元十二

年，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其

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并前后铁柱十六［44］。

金元之际，毁于战火。后因黄河东移，沉入水中。

1988～1991 年间，蒲津渡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发掘出土唐代铸造的铁牛 4 尊，牛的旁

边各站立一驭牛的铁人，面向西，分南北两排

前后站立。铁牛形体硕大，造型矫健强壮，形

象生动，尾后各有一根直径 40、长 220 厘米的

横轴。铁牛身长约 300、宽约 110、高约 150 厘

米，每尊重 45～75 吨不等（图一〇）。铁牛立

于铸铁基座之上，基座下各有六根直径 40、长

360～380 厘米的铁锚柱斜向插入地下，功能犹

如铁锚，非常稳固。驭牛之铁人，地表以上人

像高 185～203 厘米，脚下各连接一根直径 30、

长 140 厘米的铁柱桩被埋于地下。4 尊铁人造

型生动、雄健有力，但形象各异：1～3 号铁人

均袒胸赤膊，腰部系围裙；4 号铁人头戴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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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蒲津渡 3号与 4号铁牛和铁人

方面，是在此前的基础上，铁器的应用进一步

向宗教活动、丧葬活动等社会生活领域扩展，

铁佛像、经幢以及其他宗教用品，生肖俑、动

物俑和买地券等丧葬用品的出现和使用，更是

成为隋唐铁器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尤其是铁

铸佛像及经幢等佛教用品的出现，为宋代及其

以后铁质宗教用品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中，

与铁器的类型乃至形制结构相同或相似的铜器

也常有发现，尤其是铜日用器具和杂用器具等

更是明显。譬如，三门峡庙底沟唐墓中发现的

铜合页、铺首环钉、帽钉、四叶形饰、带饰，

北京亦庄 25 号唐墓出土的铜长柄勺，西安唐李

倕墓出土的铜熨斗、锁、釜［50］，固原南郊唐

代史铁棒墓出土的鎏金铜匕和长柄勺［51］，以

及各地唐墓中常见的铜镜等，都与同类铁器相

同或相似。这种现象表明，隋唐时期在金属器

物尤其是日用器具的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材料

选择倾向。当时分别采用铜和铁制作功用乃至

形制结构相同的器具，一方面是基于材料的特

性，实际生活中铜器和铁器搭配使用，如铜勺

与铁鐎斗配合使用［52］；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

了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从考古发现来看，同

类器具中的铜制品可能要比铁制品贵重。

二、隋唐时期的钢铁技术与铁器工业

隋唐时期铁器的广泛应用，是以钢铁技术

和铁器工业的发达为基础的。根据考古发现并

结合冶金学研究成果及文献记载，可以窥见当

时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发展的大致轮廓。

隋唐时期铁矿的开采，主要分布在今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

福建、湖北、湖南、陕西和四川等地［53］。据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朝三百二十八府、

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中，“有铁”之县多达 100

个以上［54］；另外，兖州鲁郡的莱芜县“有铁

冶十三”［55］，池州的土贡物产中有铁［56］。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所见唐代的铁产地半数以

上分布在南方，较之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主

要分布在北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7］。唐

代中期，包括铁、铜、锡、铅等金属矿开采和

冶炼的“坑冶”，全国多达 271 处［58］。隋唐

时期的冶铁遗址，在河南北部的安阳、林州一

带［59］以及四川邛崃等地［60］多有发现，虽然

大多未经考古发掘，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

普遍进行采矿和冶铁的盛况。

隋唐时期的钢铁冶炼技术，主要是此前形

成的技术传统的延续。炼铁的燃料，虽然煤炭

的利用有可能上溯到北魏时期，但隋唐时期仍

然主要是木炭，而煤炭的广泛开采和利用是从

宋代开始的。炼铁的竖炉，以横截面是圆形的

为主，小型炼炉内径约 1 米，大型的可达 2.7

米左右，炉高一般在 6 米以下，炉内容量 2～10

立方米不等［61］。鼓风设备大致有三种：一种

是汉代已经广泛使用的皮囊；另一种是东汉时

期发明的利用水力推动鼓风器的水排，主要应

用于大型冶铁工场；还有一种是立式风箱（元

代称之为“木扇”），即利用立式木箱一侧箱

板的开闭进行鼓风。这种立式风箱的图像曾

见于敦煌榆林窟西夏时期的锻铁图壁画，表明

1032～1226 年西夏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其出现

有可能上溯到唐代。至于活塞式木风箱，则是

宋代以后才发明的。

隋唐时期的制钢技术，主要是铸铁脱碳成

钢、百炼钢、炒钢［62］、灌钢等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和普及应用。铁器成型和加工技术，仍然

是范铸和锻制并存；淬火工艺广泛应用，通常

隋唐时期铁器与铁器工业的考古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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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是水淬。铁器成型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变

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铁器锻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古

代中国，自液态生铁冶炼技术于公元前 700 年

左右出现之后，铁器的成型技术长期是范铸为

主、锻制辅之。隋唐时期，这种状况为之大变。

当时的铁器除了土作农耕具中的铲和犁铧、手

工工具中的锛和锤、车马机具中的承和齿轮、

日用器具中的镜、作为炊具的釜和三足鍑、大

型工程铸件、佛像和经幢等宗教用品、丧葬用

品中的俑类等依然采用铸造之外，其他各种类

型的铁器大都采用锻制，尤其是土作农耕具、

手工工具和刀、剑、镞等兵器更是广泛采用锻制。

西安和洛阳隋唐墓出土的 41 件铁器，经金相鉴

定，其中锻制品 31 件，占总数的 76%；铸造品

仅有 10 件，主要是犁铧、承、锛和铁板等 ［63］。

锻制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是有赖于炒铁术

和制钢术的普及，另一方面更是促进了铁器形

态的多样化和结构的复杂化，提高了铁器的实

用性，增强了铁器的应用。这种以锻制为主、

铸造辅助的铁器成型加工技术体系，为此后历

代所继承。

其 二， 是 大 型 铁 铸 件 铸 造 技 术 的 成 熟。

前已述及，大型铸件的铸造始于西汉时期，而

永济蒲津渡唐代铁牛等铸件群的出现，表明隋

唐时期大型工程铸件的铸造工艺技术达到了空

前的水平。金相观察和成分分析表明，蒲津渡

铁牛和铁柱等用低硅灰口铁铸成，是用木炭做

燃料冶铸的。蒲津渡铁牛等铁铸件群，是采用

传统的泥范铸造法铸造的；铁牛、铁人等是在

原地挖坑采用地坑泥范法浑铸，铸成后不再

移动 ［64］。以此为代表，包括临汾大云寺铁佛

头、太原开化寺铁佛像、常德乾明寺高达 5 米

的铁幢等大型铁铸件，以及武则天时期的高达

一百五尺的铜铁合铸“大周万国颂德天枢”［65］

等，都是在当时大型铸件范铸技术成熟的技术

背景下铸造而成的。这种技术的成熟，也为后

来历代大型铸件的铸造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三，是铁器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任何一种器具，都因其造型及其表面装饰等而

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就铁器来说，由于其金属

特性和社会应用等特点，在造型上人们长期关

注的是其实用功能，并且很少有器表装饰，使

得其缺乏艺术性。这种状况，隋唐时期发生了

明显变化，铁器的制作，不仅强调其实用性，

同时也注重其艺术性，实现了两者的高度统一，

使有些铁器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举例说来，

大云寺的铁佛头，其造型与表情与同时期的佛

教石造像别无二致；杏园唐墓出土的铁十二生

肖俑，兽面人身，躯体做成文官的形象，而头

部分别做成 12 种生肖动物的头部形象，各种

动物特点突出，风格简约，实现了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的统一；杏园唐墓出土的铁牛、猪等

动物俑，虽然重在表现其外部轮廓而缺乏细部

刻划，但同样是动物特征鲜明，颇具憨态可掬

之感。永济蒲津渡的铁牛和铁人，其实用功能

本来是用来固定浮桥索链的地锚，但却将其设

计铸造成具有镇水功能的牛的形象并在其旁立

驭牛人（图一二）。据研究，铁牛“取形于秦

川牛的雄健体形、南阳牛的高达粗壮和有角、

晋南牛的后躯部之优点塑造而成”［66］。铁驭

牛人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正因为如此，

蒲津渡铁牛和驭牛人不再仅仅是坚固实用的地

锚，而是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

珍品，自古至今令观者叹为观止。隋唐时期，

这种铁器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形成，一方

面与当时钢铁技术尤其是成型加工技术的发达

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铁器的应用扩展到宗教活

动等领域、设计铸造者更注重铁器的艺术表现

力有关。

关于隋唐时期铁器工业的经营管理及其发

展状况，简而言之是官府经营与民间经营并举。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经营手工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是少府监，其下设有中尚、左尚、右尚、染织、

掌冶等五署，其中掌冶署“掌范镕金银铜铁及

涂饰琉璃玉作”［67］，直接与铁器的制作和供

给有关，其产品主要供应皇室和官府。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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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组织铁矿的开采、钢铁的冶炼以及铁器的

铸造，如兖州鲁郡莱芜县“有铁冶十三”；诸

冶监“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 ［68］。

但最为常见的情况是，由私人采矿冶炼、官府

收税，并没有像煮盐、铸钱等那样实行政府专营，

即“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69］。这是汉

代以来国家经营管理铁器工业传统的继续。铁

器工业的民间经营，情况比较复杂，有家庭副

业、个体工匠、私营作坊和冶铸工场等多种不

同的类型，其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当时甚

至有可能出现了“生铁行”之类的行会组织［70］。

隋唐时期的铁器，大多是民间铁器工业的产品。

唐朝末年，政府允许有较大规模的民营矿冶，

为宋代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

注意的是，隋唐时期，随着铁宗教艺术品的出

现和使用，捐铸铁器或捐资铸造铁器的情况应

运而生。前述当阳玉泉寺大铁镬上“当阳县治

下李慧达建造镬一口，……永充玉泉道场供养”

的铭文表明，它是由李慧达捐资铸造供玉泉寺

使用的。这种做法，隋唐以后逐渐普遍起来。

三、结束语

上述分析表明，隋唐时期的铁器和铁器工

业，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

展：钢铁技术有所进步，尤其是锻制加工技术

的应用更为广泛、大型铸件的铸造和使用、铁

器造型和结构上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等，

构成隋唐时期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的突出特点；

铁器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普

及和扩展，尤其是佛像、经幢等宗教艺术品的

出现以及生肖俑、动物俑等丧葬用品的出现和

使用等，表明铁器应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成为隋唐时期铁器及其应用的另一个时代特点。

隋唐时期铁器和铁器工业的发展演变，一

方面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

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带动和促

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

铁器和铁器工业不是孤立的，隋唐时期的铁器

和铁器工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整个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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